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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失败情境下的反事实思维研究框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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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事实思维帮助个体分析和解构过去以便更好理解现在，并且为未来行为和事

件做准备。创业失败意味着创业实际结果与创业者预期结果或目标偏离，这种偏差能够刺激、

激发创业者进行反事实思维。在综述心理学和创业领域内反事实思维研究基础上，从主、客观

两方面论证创业者特征、创业失败事件与失败后反事实思维关系，并且讨论了反事实思维对创

业者失败后恢复和学习的作用机制，构建理论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展望。“双创”背景下分

析创业失败后创业者的认知和思维，有助于理解从失败中恢复和学习的机制，训练创业者从失

败中学习的技巧和策略，对于创业者本人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创业失败；反事实思维；情绪；认知；创业失败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18)04-0003-13
 

一、  引　言

创业是一个试错的演化过程，失败比成功更可能发生（Loasby，2007）。在现实中，有的创业

者经历失败后，可能一蹶不振，很难从失败中恢复；也有的创业者则会愈挫愈勇，从失败中吸取

教训，不断蜕变、学习、成长。基于现实的差异，创业失败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失败后创业者如何

从失败中恢复和学习，主要从认知和情绪视角挖掘哪些客观和主观因素影响创业者对创业失

败事件的认知、解读和意义构建（如Cope，2011；Shepherd，2003；Jenkins等，2014；Wolfe和
Shepherd，2015；Singh等，2015； Byrne和Shepherd，2015）。总结失败经验并不会在失败之后立

刻发生，而是需要一段时间；总结失败教训也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需要一个学习过程，总结失

败的经验教训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本领，而是后天习得的一种技能（Shepherd，2009）。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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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失败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心理本能，我们的价值体系中也排斥“失败”，更缺少从失败中学习的

技巧和能力。分析失败后创业者如何思维更有助于从失败中恢复和学习，训练创业者从失败中

学习的技巧和策略，对于创业者本人、创业教育改革以及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

值。

起源于经济学用来描述个体如何进行事后判断和决策的反事实思维概念（counterfactual
thinking），随后被心理学领域广泛研究，Baron（1998）将其引入创业研究为分析创业者的认知

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反事实思维是个体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进行想象，设想如果采取不同行

为或者事件发生的环境发生变化，结果会有怎样不同（Baron，2000a）。这种思维逻辑不仅强调

个体回顾过去以“发现问题”，也重视当下的“问题探究”，更指向未来的“问题解决”。因此，有学

者提出反事实思维是个体解构过去以理解现在，并为未来行为和事件做准备的认知机制

（Arora等，2013）。心理学研究证实大多数意料外、不利的、负面事件更能够激发个体的反事实

思维（Roese和Olson，1997；Gavanski和Wells，1989），因此创业失败为研究反事实思维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情境。个体的反事实思维会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事件本身和个体的特征都会框定反事

实思维的方向、范围和深度。基于此，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为：创业失败情境下，创业者和创业

失败事件的不同特征如何诱发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会给创业者带

来哪些认知和情绪后果？

二、  心理学和创业领域中反事实思维研究梳理

反事实思维有助于个体的因果推理、创造力、经验学习和概率推断等多种认知活动。反事

实思维为知悉心智模式和认知过程提供了线索（Byrne，2002）。本部分首先梳理心理学中反事

实思维研究，其次论述创业领域中反事实思维研究进展，并分析其对创业失败研究的启示。

（一）心理学中反事实思维研究

推理和因果推断是解释人类行为的核心概念。人们进行因果归因或因果推理时常产生如

果改变某种条件，那么结果可能不会发生，即在心理上进行“如果……那么”的心理模拟，从而

做出推测或判断，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反事实思维（Kahneman和Tversky，1982）。心理学上将

反事实思维定义为在头脑里撤销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然后想象原本可能会出现而实际并没有

出现的一种思维活动（Roese，1994）。从1982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

曼和特沃斯基首次提出反事实思维，经过30多年发展，对反事实思维内涵界定、分类比较、功能

和作用机制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反事实思维为何产生？如何产

生？以及对行为和认知具有怎样的影响？

很多时候反事实思维通过比较机制引发。根据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利己的个体追

求最优决策，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力求效用最大化。人们不断追求理想结果，因此将已经发生的

既定事实结果与可能的理想化结果对比，对偏离理想化结果很敏感。反事实思维根据社会比较

方向不同，划分为上行反事实思维（upward CTF）和下行反事实思维（downward CTF）两种

（Markman等，1993）。前者是指对于已发生的事件，想象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就有可能出现比真

实结果更好的结果。例如，“如果起跑时能再快一点，我就能拿到金牌，登上最高领奖台了”。下
行反事实思维则是假设一种比事实可能更差的结果，例如“要不是第四名最后慢了一步，我恐

怕连铜牌也拿不到”。有学者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115名运动员调查发现，获得铜牌的运动员往

往比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更开心。银牌得主通常采用上行反事实思维，他们往往会有“差一点就

拿到金牌”的遗憾，而铜牌得主往往采用下行反事实思维，会有“差一点就拿不到奖牌”的庆幸

（Medvec等，1995）。一般来说，个体遭遇负面事件，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碰到正面事件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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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行反事实思维（Landman，1987）。
反事实思维将现实事件与替代方案对比，主要是重新构建事件而不仅仅是对以往经历的

回忆（Kahneman和Miller，1986）。反事实思维基于心理模拟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事后判断和

决策，有意识地激活储存在记忆中已经采取的行为方式的重新思考（Jeannerod和Decety，
1990），有助于推理、预测，能够明确目的、改善行为。反事实思维也具有情绪功能，改善人们的

情绪体验。反事实思维提供不同于事实的其他可能性而改变人们的情绪体验，使个体感觉变得

更好或者更糟，其作用机制以比较效应为基础（Roese和Olson，1997）。一般来说，上行反事实思

维模拟了更好的可能性，可能诱发更多负向情绪，如内疚、悔恨等；下行反事实思维由于使人意

识到避免可能更差的结果，进而诱发积极的正向情绪，如庆幸等（Medvec等，1995）。不同类型

的反事实思维通常具有不同的功能，如上行反事实思维比下行反事实思维有更强的准备功能，

有助于人们从失败中学习，上行反事实思维还可以增强人们对事件的控制感（Morris和Moore，
2000）。个体采取上行还是下行反事实思维也需要权衡，上行反事实思维以牺牲即时性愉悦感

换取对未来的准备，而下行反事实思维则以对未来的无准备换得即时性的满足感（Markman
等，1993）。

（二）创业情境下反事实思维研究

反事实思维概念引入创业领域为探索创业者的思维和认知提供新的视角（Baron，1998）。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不同背景的创业学者把反事实思维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各自研究，已有研究

主要围绕着创业者是否会进行反事实思维、反事实思维的强度和数量差异性、反事实思维对创

业者心理和行为的作用机制等方面。

第一，创业者的反事实思维强度和内容差异性研究。围绕着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以及不同创

业者间的反事实思维存在怎样的差异性问题，早期研究尝试回答创业者比其他群体是否进行

更多的反事实思维。Baron（2000a）使用学生为参照样本，实证发现创业者较少使用反事实思

维，主要原因是：创业者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这种未来导向以及创业者具有的过度自信、过度

乐观和小数控制等认知偏差，降低其对过去的反思。不过，Baron（2000b）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

成功的创业者比不太成功的创业者会更多地进行反事实思维，前者尤其关注负面结果原因推

断的反事实思维，从失败中获益更多。Markman等（2002）认为Baron（2000a）研究中选择学生作

为对比样本存在偏差，他的研究将有专利的非创业者和创业者进行对照分析，研究发现两组人

员反事实思维的数量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其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创业组为尚未干过的事情后

悔，如错过的商业机会，而非创业组则为已经做出的决策后悔，如接受教育和求职决策。该项研

究分析创业者反事实思维的强度和内容，但是并没有深入讨论创业者如何将反事实思维应用

于创业过程中，这也是后续反事实思维研究的关注重点。

第二，反事实思维对创业者心理层面的作用机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再围绕创业

者反事实思维数量和强度的差异性展开研究，开始探究反事实思维对创业者的影响，如探索创

业者反事实思维对自我效能感、自尊的影响。Arora等（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者反事实

思维的强度、数量和随之产生的不适感降低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但是自尊和个体的积极情绪

能够降低二者的负向关系。也就意味着高自尊的创业者，或者是创业者处于一种积极情绪时，

反事实思维与创业者自我效能感正相关。但是，Arora等（2013）研究中对反事实思维的测量是

让创业者回忆创业生涯中最后悔的三件事，偏重考虑上行反事实思维对创业者心理特征的影

响，并没有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对创业者认知、情绪和心理特征的影响。

第三，反事实思维影响创业行为的作用机理。反事实思维对创业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

对机会的识别和对开发的影响。创业者进行反事实思维，并不仅仅为了获取情感满足或者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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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更多是利用这种心理模拟和推理方法来提升机会识别和机会创造能力（何轩等，2013）。
Gaglio（2004）认为反事实思维是一种识别和开发创新性机会的心理机制。在反事实思维激活、

构建和评估三阶段中，创业者通过采用特定类型的反事实思维，能够更快发现机会、试验和测

试各种不同因果逻辑链条、打破现有的“目的—手段”关系框架，构建多种替代方案，进而识别

出创新性的机会。Wood和Williams（2014）则认为创业者在创业机会评估决策中，往往基于对

先前经历的反事实思维，即通过不断权衡不同方案、自己能够采取措施与可能的结果比较，分

析不同方案导致的最差结果，如果创业者能够承担最差的结果，那么在可承担损失范围内则通

过机会评估，继续开发该机会，否则放弃该机会。

创业研究中围绕着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反事实思维存在怎样的差异问题，早期研究切入

点就是解答创业者比非创业者较多（还是较少）进行反事实思维（Baron，2000a；Markman等，

2002），但是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Gartner早在1985年就提出创业者之间的差异可能

并不比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的差异小，后续研究需要关注不同创业者的反事实思维差异性，

或者更具体来说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创业者在不同创业情境中反事实思维的差异性。未来创

业研究需要借用心理学等科学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对不同创业者在不同情境下的反事实

思维差异性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何轩等，2013）。

三、  创业者、创业失败与反事实思维

创业失败能否激发创业者的反事实思维与反事实思维的产生机制密切相关。反事实思维

的早期理论为“范例说”（norm theory perspective），该理论认为反事实思维是一个自动化的过

程，该理论视角致力于寻找诱发反事实思维的因素（Kahneman和Miller，1986）。范例是个体根

据过去经验形成的对某类事件或客体的一般性知识和预期。如果已经发生的刺激物与个体中

的范例不一致或不相符，容易激发个体的反事实思维。一般来说，相对于正常的结果，非正常

（如意料外）的结果更容易激发个体反事实思维。由于非正常的结果偏离范例导致不正常，人们

倾向于恢复规范以保持一致性，而反事实思维就是为达到恢复规范而采取的方法

（Kahneman和Tversky，1982）。一般来说负向结果都是意料外的结果，比正向结果能引发更多

的反事实思维（Landman，1987），尤其是个体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负向结果（Kahneman和
Tversky，1982）。

与范例说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反事实思维并不会自动产生，往往由于个体处于某些特定环
境、特定情绪状态下产生，如外部刺激、个体的情绪、态度和动机等因素诱发反事实思维
（Sanna等，1999）。该流派下的研究认为悲伤程度越高产生反事实思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Zeelenberg等，2002），如Roese（1994）的研究结果表明，90%以上的反事实思维都是消极情绪
诱发的。创业失败是一种负向、非正常的结果，且会带来一系列成本从而导致创业者产生极大
的悲痛情绪。因此，根据反事实思维产生机制，不论自动产生还是情境化的产物，失败后创业者
都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在此思路下，本文关注在创业失败情境下，创业者和创业失败事件不
同特征如何导致反事实思维的差异性。具体来说，将反事实思维研究应用于创业失败情境中，
构建了一个创业者、创业失败事件、反事实思维与失败后恢复和学习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一）创业者与反事实思维

已有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动机、归因风格以及构建水平等因素影响反事实思维（如

Sanna等，1999；Trope和Liberman，2010；Rim和Summerville，2014），结合创业领域反事实思维

研究成果并根据创业失败情境，本部分重点选择创业者的调节定向、构建水平和归因风格三方

面考察其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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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节定向与反事实思维

调节定向是指个体为实现特定目标在自我调节过程中呈现出的稳定方式和倾向，可以区

分为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和预防定向（prevention focus）（Higgins，1998）。其中促进定向

满足个体成长、发展等提升需求，更加关注事物的积极方面信息，对收益相关的信息更敏感；而

促进定向满足个体被保护、免受伤害等安全需求，更加关注事物的消极方面信息，对损失相关

的信息更敏感（Higgins和Tykocinski，1992；Shah和Higgins，2001）。创业失败后，创业者的调节

定向引导其选择、注意与其调节定向一致的相关信息，并对信息进行不同方式的加工转换，由

此引发不同的反事实思维方式。促进定向的个体对失败等负面事件进行反事实思维时，更倾向

于从积极方面设想没有错过机会的话事情如何更好发展，而预防定向的个体更可能强调想象

没有犯某个错误时事情可能会怎样，从如何避免消极结果方面进行反事实思维。

首先，从信息的获取方式来看，创业失败后具有促进定向的创业者信息获取的范围更广，

会积极搜集更加多样化的信息为未来改善行为做准备。相比于预防定向的创业者，促进定向的

创业者以促进和收益为目标导向，收集信息的着眼点为提升自身能力和未来发展，不仅关注失

败带来的损失相关的信息，而且也会选择搜集事件的其他方面有用信息，会通过对比不同可能

“行为—结果”方案，通过对失败事件设想满足什么条件或者如何修正行为以实现比目前情况

更好的结果，也就是说更多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而预防定向的创业者更加关注自身安全需

求，以规避和避免损失为导向，往往聚焦于失败后的消极信息，容易产生内疚、自责、后悔、悲伤

等负面情绪，而悲痛情绪又会让创业者注意力仅聚焦于失败那一时刻，而忽略了对失败前的有

价值的反馈信息（Shepherd，2003），关注当下情绪状态的创业者更容易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进

行心理恢复。

其次，从信息转换方式来看，创业失败后具有促进定向的创业者往往对相关信息更加开

放、灵活，能够创造性地考虑不同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促进定向的创业者更容易通过上行反

事实思维，不断在心理模拟和替换各种“行为—结果”的逻辑联系，明确目的和手段关系，通过

关注“未来可以怎么做”的思考构建出更好的行动方案进而改善行为结果和绩效。而预防导向

的创业者更多关注“未来不能够怎么做”以避免更糟糕的结果，也就是说更容易产生下行反事

实思维。

（2）建构水平与反事实思维

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认为个体会在不同的建构水平上表征环境中

的事件和客体，其主要分为低水平和高水平建构。对事件或客体的低水平建构，主要关注局部

的、具体化的特征和背景化表征；高水平建构关注整体的、抽象化特征，对其提取要点、去背景

化、图式化表征。个体对事件和客体的建构水平主要取决于心理距离，对心理距离远的事件和

 
图 1    创业失败情境下反事实思维研究框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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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表征会采取高水平建构，心理距离近的则会采取低水平建构（Liberman和Trope，2008；
Trope和Liberman，2010）。如心理距离远时个体更加关注行为目的、原因推断，着重于价值判

断，而心理距离近时更聚焦于行为手段、结果推断，着眼于可行性判断（Trope和Liberman，
2010；Rim和Summerville，2014）。基于建构水平理论，Rim和Summerville（2014）通过实验设计

发现随着心理距离的延伸，个体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更容易在高水平建构，抽象化表征，这

样高水平建构诱发个体的上行反事实思维，而心理距离较近时，个体更容易低水平建构过去事

件，导致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

在创业失败情境下，创业者采取高水平建构，关注引发创业失败事件的原因，并从长期角

度考虑如何为改善未来行为做准备，聚焦于失败事件可能对自己未来发展的价值，将失败视为

对未来的投资，对创业失败事件进行高水平的表征，容易诱发创业者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对

比不同的行为—结果方案，设想改善现状的不同可能性。如果创业者采取低水平建构，聚焦于

创业失败事件的具体的、局部的细节和特征，关注寻找避免更糟糕结果的手段，从短期视角考

虑如何获得即时性的情绪改善，通过心理设想比真实结果更糟糕的状况降低失败后的负向情

绪，导致自我强化。因此对创业失败事件进行低水平建构，容易导致创业者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

（3）失败归因与反事实思维

归因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行为原因做出解释和推测的过程。归因影响创业者对失败情景

关注焦点的不同，归因是对事件和行为原因的认知，是一种主观解读，虽然个体归因得出的原

因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但主观解读往往比真实、客观的原因更能影响个体行为（Jenkins等，

2014）。失败后创业者的归因会影响创业者的注意力分配，进而影响反思内容的不同，如失败后

有的创业者会反思内部“人”的因素，而有的创业者可能会反思外部“环境”因素。相对于失败后

外部归因，当创业者进行内部归因时，相信失败原因为自身可控且相对稳定，比如个人行为方

式、能力和努力等，那么他们失败后会积极地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对比各种方案与可能的结

果，更可能通过心理模拟清晰地了解各种复杂因素以及自身行为与各种可能结果之间的关系，

把一些有可能改变现状的举措与各种可能结果联系起来，形成一些有效的因果推断。

失败后外部归因时，创业者认为造成先前失败的原因是不确定或者不稳定，难以控制且随

机变化，并不能为自身所改变，事件失败的原因或事物发展规律不被清晰认知或掌握（Weiner，
1979）。当创业者进行外部归因时，将失败归结为不稳定的外部环境或者他人行为时而不是个

人自身的问题，这样归因偏差或者归因自我服务倾向有利于保护创业者的自尊，不会对创业者

的自我能力、积极的自我形象构成威胁，这为创业者向下比较提供了依据和基础，增加了创业

者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的可能性。

（二）创业失败与反事实思维

创业失败是创业实际结果与创业者预期目标的不一致，也就是意味着创业者先前行动的

无效，那么这种意外经验促使创业者重新思考和修正因果关系，已有文献研究表明，与创业失

败事件相关的信息影响反事实思维的强度和方向，如失败成本、失败时间长短和失败信息再现

的可能性。

（1）失败成本与反事实思维

失败的严重程度显著影响反事实思维的强度，Morris和Moore（2000）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经

历严重事故后飞行员产生的反事实思维的强度显著高于经历轻微事故的飞行员。创业失败成

本是衡量失败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创业失败成本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创业实际结果

与创业者预期目标偏离增大，这种较大程度的认知失调刺激和激励创业者反思、学习和解决问

题，促进创业者积极地通过反复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对失败事件进行分析，对创业活动难度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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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原因有更加客观地评估、判断，对事件结果的预期更加基于客观事实依据，不断修正行为改

变认知模式，以达成自己的创业目标。也有学者将失败比作“清除信号”（Sitkin，1992），也就是

说一定程度的失败成本能够刺激创业者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完成一系列“行为—结果”的逻辑

推理和检验，帮助创业者清理无效的行为模式、错误的假设和直观推断，形成新的思考模式和

新的认知。

创业失败成本具有“双元”特性，一定程度的失败成本能够刺激创业者通过上行反事实思

维进行心理模拟，分析各种改变现状的行动方案，然而另一方面过高的失败成本又抑制上行反

事实思维。这是因为当创业失败成本很高时，如经济损失严重、创业者周围的社会关系破裂以

及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焦虑、悲痛、愤怒、内疚、生气等负向情绪，这些会干扰创业者对失败信息

的加工、处理和存储等认知过程（Shepherd，2003； Cope，2011）。这时候创业者已经没有更多认

知资源和情绪资本去获取和处理与失败相关的信息，这个时候需要调整策略，如采用下行反事

实思维缓解悲痛情绪。

（2）失败时间与反事实思维

根据建构水平理论，有学者研究发现对于很早之前发生的事件（时间距离较远），个体能接

受负向反馈，且激发个体的自我提升动机（self-improvement），使其选择上行社会比较；而对于

近期发生的事件（时间距离较近），个体更偏好接受正向反馈，激发了个体的自我强化动机

（self-enhancement），易导致其采取下行社会比较（Freitas等，2001）。Rim等（2013）也发现对于近

期发生的事件个体更容易产生低水平建构，而对于很早之前的事件更容易高水平建构，从事件

原因上进行推断。随后Rim和Summerville（2014）发现随着事件发生时间的延长，个体由想象事

件本来可能会有多糟糕转变为设想如何使事件变得更好。他们的实验还发现近期事件更能激

发个体的自我强化动机，有助于使个体感觉更好，而远期事件容易导致其产生自我改善动机，

从经验中学习。而自我强化动机更有可能导致下行反事实思维，自我改善动机更有可能产生上

行反事实思维（White和Lehman，2005）。
创业失败带给创业者一系列成本甚至有些失败改变创业者人生发展，而随着时间流逝，创

业者往往会对创业失败经历不断反思、质疑和追问，会不断的设想各种“如果……那么”的场景

和可能性，通过不同方式的反事实思维对失败经验进行新的解读。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时

间对于创业者的反思失败事件并从中学习也具有重要价值。根据建构水平理论以及心理学中

时间距离与反事实思维方向的研究成果推断，当创业失败事件刚发生时，也就是时间距离较短

时，创业者更有可能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这也与先前研究一致，Cope（2011）通过对8位有失

败经历的创业者考察发现，失败后给创业者一段时间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最初的搁置

（initial hiatus）能帮助创业者更好治愈失败的心理创伤。随着时间流逝，创业者更可能高水平建

构失败事件，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分析失败原因，比较各种可能的行为方案的可行性，对一些

关键问题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并逐步建构起新的认知，为未来行为做准备。也就是说创业失

败后相对较短时间内易诱发下行反事实思维，随着时间延伸，越容易诱发上行反事实思维。

（3）情境再现性与反事实思维

Markman等（1993）认为结果再现性的可能性影响反事实思维方向，如果个体预期事件会

再次出现，那么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将显著高于下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这与个体自我

改善动机相关。个体如果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那么可能产生上行反事实

思维为将来做准备。对于只会发生一次的事件，或者说个体认为无法收集为未来做准备信息，

那么个体倾向于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获取即时性的愉悦感，个体更关注当下的状态。可重复事

件能够激发上行反事实思维，帮助其考虑如何使事件结果变得更好。也就是说个体认为事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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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出现的可能性越大，个体改善这种行为结果的动机越大，越有可能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

通过对因果关系分析，在将来避免相似的错误，以便未来行为绩效更好。

Sanna（1996）在随后的研究中细分出悲观者和乐观者在应对成功和失败事件时，当事件是

否再次出现对不同方向反事实思维的影响。他通过实验设计发现在应对一次性的失败事件时，

乐观的个体产生更多下行反事实思维，如果被试相信他们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更倾向于采取

上行反事实思维为随后做准备。而悲观者在应对一次性事件时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并没有

显著性差异，而在应对可能会重复出现的失败事件时会产生更多的上行反事实思维。根据以上

分析发现，在应对负面事件时，不论悲观者还是乐观者，当预计失败事件在未来可能会重复发

生时，个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将显著高于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在创业失败情

境下，如果创业者选择再次创业，且判断本次创业失败相关信息在未来活动中有可能重复出

现，那么创业者就有自我改善的动机，越有可能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

四、  反事实思维、失败恢复与学习

创业者经历创业失败后产生的不同情绪体验、行为特征本质上是否由于采取不同的反事

实思维，进而影响失败恢复和后续学习呢？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的新认知与旧认知不一致

的时候，个体会产生不适感和紧张感，会倾向于通过自我调适而获得心理平衡（Festinger和
Carlsmith，1959）。当创业失败发生时，说明创业实际结果与创业者预期不符合，按照认知失调

理论创业者可以采取两种方案调适而获取心理平衡，一是改造失败结果使之符合预期，二是调

整预期使自己满意。从反事实思维的角度来看，前者更多对应为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对比可能

“行为—结果”方案，解构过去理解现在为未来做准备；后者更多体现为通过下行反事实思维进

行情绪和认知调整。

（一）反事实思维与失败恢复

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创业学Shepherd教授提出恢复策略（restoration orientation）可以

帮助创业者从失败中恢复，具体措施如将创业者的注意力从消极情绪中分散、转移，尝试消除

并发压力等（Shepherd，2003）。而Singh等人（2007）提出失败后可以通过“情感聚焦型”的策略帮

助创业者更好地处理失败后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已有研究表明不是创业失败的实际客观

损失，而是创业者对失败损失的解读和评估导致负面情绪（Jenkins等，2014）。也就是说如何解

读和评估创业失败事件是影响失败恢复的重要因素，本文尝试从失败后反事实思维层面分析

对失败意义建构、悲痛情绪差异性的原因。

面对同样的结果，个体产生的不同反事实思维将会引发不同的情绪体验。一般来说，下行

反事实思维因为假设一种比事实可能更坏、更糟的结果或情境，能使人意识到避免可能更坏的

结果，其模拟更差的可能性，能够诱发积极的正向情绪。Johnson和Maggiora（1990）等人的研究

通过比较效应，发现上行反事实思维更容易导致个体产生消极情绪，下行反事实思维更容易导

致积极情绪。反事实思维是一种情绪修复策略（Sanna等，1999），创业者既可以利用反事实思维

从过去经验中学习，也能使自己感觉更舒服，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会使个体感觉更好

（Arora等，2013）。心理学中的DC理论（downward comparison theory）就认为当遭遇重大失败、

挫折等消极事件时，个体倾向于采取下行比较维持其自尊心、幸福感和身体健康（Gibbons等，

2002）。创业失败后创业者更容易进行向下比较，利用下行反事实思维减少悲痛、羞辱、沮丧、生

气、焦虑、绝望、愤怒、内疚等负向情绪，产生更多正向情绪以维护其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效能

感等。也就是说相比于上行反事实思维，创业失败后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更有助于失败后的情

绪恢复。
 

1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0卷第4期）



（二）反事实思维与失败学习

从反事实思维的功能角度看待反事实思维对失败后学习的价值。反事实思维就是对已发

生事件的否定假设作进一步推理的思维过程，帮助创业者对已经发生的失败事件有更清晰的

认知，深刻理解失败过程中各种“行为—结果”的因果推断，修正已有失效的因果推断，更新自

己的认知体系，为未来各种可能性的构建做准备（Roese，1994）。更具体来说，反事实思维通过

影响个体关注焦点或注意力分配进而影响学习，当个体关注已经发生事件的不同因素会导致

不同效果，如事件发生的环境和条件、事件本身以及自身采取的行动。上行反事实通过关注和

比较如何改变和控制这些条件和因素进而达到改善结果的目的，从吸取教训、改善行为、重构

未来认知框架内思考。通过这种如何使结果变得更好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很容易建构出如何改

变使未来更好的行动方案（Morris和Moore，2000）。
应对负面事件时，个体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对于异常现象设想不同的原因，侧重于原因推

断而导致高水平建构（Gavanski和Wells，1989）。反事实思维也有助于对事件进行意义建构，当

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反思、假设和推演时，完成对该事件的原因分析、已经采取或尚未

采取行为对事件的意义、事件对个体的价值等活动，深化意义建构。反事实思维过程涉及对过

去失败事件的重新解构分析，以便于为未来做好意义建构，这个过程能够对既定事实的前置变

量或者结果变量发生变化后进行再定义，从而有助于个体更清楚哪里出错、需要改变什么以及

未来如何更好控制。个体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为未来的准备，有助于识别未来行动的新图示，

激励为成功做出必要规划（Roese，1994）。
从下行反事实思维到学习可能存在多个认知过程和认知步骤，包括多步因果推断后才能

引发学习。而创业失败往往有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因素间的复杂性、易变性，甚至可能会出现

因果倒置，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有助于缓解负面情绪，但不利于失败后对后续信息的广泛获

取和深度加工，不利于失败后学习。

五、  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将心理学中反事实思维引入到创业失败研究中，考察创业失败后哪些因素诱发创业

者产生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进而影响失败后信息获取和转换的认知过程，影响失败恢复和

学习，剖析了创业者对失败事件意义建构差异性的根源在于创业者失败后采取的反事实思维

方式的倾向性不同，从思维层面分析了失败后创业者负向情绪差异性的原因。

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对失败恢复和学习具有不同影响，失败后创业者采取下行反事实

思维能够有效剥离或降低由创业失败损失带来的悲痛等负向情绪，帮助创业者更好地从失败

的阴影中走出来，有助于失败恢复，但是不利于失败后反思和对未来行为的准备，导致创业者

可能继续维持原有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以对未来行为的无准备换取即时性的情绪恢复。而失

败后创业者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以牺牲即时性积极情绪为代价，通过对比不同方案与可能的

结果，更好地还原失败经过，理清因果关系，形成对未来行为的心理准备，改善后续行为绩效。

但是一直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如同将伤疤一遍遍揭开，可能给创业者带来较大的心理或情绪

障碍，干扰信息的加工、处理，影响认知过程，进而影响失败学习效果。失败后创业者需要平衡

两种思维方式，发挥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的优势，最大限度地避免各自的弊端，将失败后情绪调

整到有利于学习的最佳状态。

（二）展望

创业就是一个对未来展望的过程。创业者往往基于反事实思维对未来事件、结果进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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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设想如果采取不同的行为、事件发生的环境发生变化，结果会有怎样不同。本文主要关注的

研究问题是创业失败后，哪些因素诱发创业者产生上行或者下行反事实思维？上行或下行反事

实思维对创业者的情绪和认知具有怎样的影响？基于反事实思维的先前研究成果并结合创业

失败情境，分析了创业者个体的调节定向、建构水平和归因风格等因素，对不同类型反事实思

维的影响，未来研究还应该考虑个体的其他因素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其中创业者人格应该是

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大五人格、黑暗人格（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等，这

些因素对创业者失败反事实思维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作用机制还需要后续深入研究。此外，本

文主要根据社会比较方向不同将反事实思维类型分为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分析了哪些因

素可能会诱发上行或下行反事实思维。未来研究也可以参照心理学研究成果，如按照反事实思

维的内容，将其分为自我导向（self-focused）、行为导向（behavior-focused）和情境导向

（situation-focused）的反事实思维（Niedenthal等，1994）；或者依据反事实思维的结构，将其分为

加法式（additive）、减法式（subtractive）和替代式（substitution）反事实思维（Roese，1994）。然后

分析哪些因素诱发这些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并分析这些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对后续失败恢

复和学习的作用机制。

已有心理学关于反事实思维的测量方式较多，但是创业领域尤其是创业失败情境下反事

实思维的测量方式比较缺乏，未来研究需要开发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量表，为相关实证研究

提供支撑。反事实思维是心理学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四种方法对其进行测

量。一是故事脚本法，即被试阅读故事脚本（故事内容一般为某人因为采取某种行为导致某些

负面的结果），然后让被试设想如果自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会怎么样，后面的题目为完全开放

式的问答题或半封闭的选择题，题目内容与产生反事实思维的频率、方向、内容和情绪体验相

关。二是跟踪调查法，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寻找合适的被试，连续跟踪被试对该事件的情绪感

受和思维活动，如对交通意外后幸存者的跟踪调查。三是自我报告法，该方法一般由被试主动

回忆个人近期生活中的某些类型的经历，然后报告对该经历的感受和想法。四是实验法，在实

验室里，创设类似于现实的任务情境，然后把被试的真实成绩或者根据研究目的设置的虚假成

绩反馈给被试，通过系统地操纵某些变量的变化，观察和记录结果变量。以上四种方法都各有

利弊和适合的研究情境，未来研究需要在借鉴心理学成熟量表和研究方法基础上，根据创业失

败的独特情境，设计适合并能够真实反映失败后创业者思维方式的测量工具，以期推动创业领

域反事实思维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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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concept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which is derived from economics, describes
how individuals deconstruct past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Baron （1998） introduced this concept
into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s the imagination,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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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ave occurred in the past, with a purpose of preparing for future actions and events.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presents a situation that there is a deviation from expectations or the original goals,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activat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s affect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such
as the event itself and characterizes of individual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questions: how d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induce different types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what are 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 Further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and discuss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on recovery and
learning from failure.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s, we mainly discuss the influences
of entrepreneurs’ regulatory focus, construal level and attribution style o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To be
more specific, we argue that entrepreneurs’ promotion focus induces up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while  prevention  focus  induces  down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entrepreneurs’  high  level  of
construction induces up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while low level of construction induces down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entrepreneurs’ internal attribution induces up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while
external attribution induces down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n terms of failure event, we mainly
discuss how failure costs, time since failur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producing failure information
influenc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We argue that shorter failure time, lower costs of failure, and lower
possibility of reproducing failure inform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induce down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nfluences recovery
and learning from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After failure, entrepreneur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downward comparison, using down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to reduce grief, shame, depression,
anger, anxiety, despair, anger, guilt and other negative emotions, and producing more positive emotion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self-esteem,  self-confidence  and self-efficacy.  Involving  in  down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helps  to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  but  may  not  facilitat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after  failure.  Thus,  down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may  prevent
entrepreneurs from learning from failure. In contrast, by up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entrepreneurs
can  revise  the  invalid  beliefs  and  update  the  existing  cognitive  system  through  comparing  the
alternatives. Therefore, up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fter failure helps entrepreneurs to learn from
failure.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the impacts of other factors o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like personality. In
addition,  future  research  can  also  divid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nto  different  type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 the scale with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hich will support
relate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cognitive and thinking model of entrepreneurs afte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recovery and learning from failure, also to
train skills and strategies of learning from failure for entrepreneurs. Therefore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entrepreneurs  and the  society  in  the  era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emotion; cognition; cost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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